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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下称 ZL）：我国乡村规划教育刚刚起步，我们知道您是我国最早的留日

学习乡村规划的农学博士，您能谈谈日本乡村规划教育有什么特点吗？

李京生（下称 LJS）：日本的乡村规划称作“农村计画”，教学主要安排在研

究生阶段。在本科教学中，农学院的农业土木工程系和工学院的建筑系的毕业设

计有选择乡村规划的，通常会安排一些概念规划和乡村建筑设计课程。导师在指

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主要是依据自己的关注点或已经开展的研究项目，指定或引导

学生论文选题。硕士论文的成果以现状调查和第一手资料分析为主，博士研究涉

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同一师门下历届研究生的课题有很强的连续性。以现实

问题和需求为对象，采取实证研究方法，重细节、重调查、“重视第一手资料的

分析和发现”可以看作是最大的特色。 

ZL ：中国的乡村规划与日本的乡村规划有何区别？

LJS ：日本乡村规划的政府主管部门是农林水产省，规划的课题和内容主要集

中在农业生产环境和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其中也涉及部分农村生活环境综合治

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以投入为主，没有规划的

项目很难获得国家的资助，但是大多数规划都是专项规划，综合发展规划编制得

不多。日本在乡村规划的思路和方法上主要有侧重农业工程的规划和侧重空间设

计的乡村规划两大类。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进入休闲时代，乡村规划被推向一

个高潮，关注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各相关部门开始协作，规划涉及的领域

和内容也更加广泛，呈现出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等多项要素综合规划的趋势。

尽管中国的乡村规划涉及的部门很多，但主管部门是住建部，乡村规划是由

城乡规划和建筑学科主导的，以人居环境规划为中心的空间规划，主要依据是《城

乡规划法》。尽管一些规划也涉及到农村的产业和社区发展，但研究得比较浅。比

较中国和日本的乡村规划制度，虽然各有利弊，但总的来说都是以物质环境建设

为中心的。

ZL ：您认为日本的乡村规划与欧洲的乡村规划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互相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LJS ：日本的乡村规划和欧洲的乡村规划基本上是同时展开的，但日本更多

的是学习欧洲的经验，并使其不断“日本化”的过程。近十几年来日本的乡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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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由于更加强调“本土化”，积极开展乡村生态环境修复和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乡村资源的循环利用，城乡交流和公众

参与，在具体做法中与欧洲很不相同。同时，政府在乡村规

划中的角色越来越重。

ZL ：您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大国，文化上也有异曲同

工之处，日本的乡村规划和建设经验是否值得中国学习？

LJS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结束了法国留学后辗转日本的

原因。其实中日两国不仅仅文化上接近，两个国家适合人居

的人均国土面积也比较接近，而法国在这项指标上是中国和

日本的 8 倍。我相信资源决定论，如果认为日本在乡村规划

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的话，借鉴日本的经验（相比欧美国

家）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ZL ：您觉得中国的乡村规划学习日本的经验，主要在哪几

个方面？

LJS ：日本的乡村规划宏观指导方面比较弱，也没有乡

村规划法，多数是自治体和研究人员自发的规划实践活动。

要说经验学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跨学科，二是规划

要有针对性，三就是要学会自下而上。也就是说日本的乡村

规划在宏观和微观两头的拓展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公众参与

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不过日本在跨学科的研讨中也有很多

困惑。譬如，跨学科研究中往往分歧大于共识，各自处在不

同的语境，同一概念，用语完全不同，专业词汇不通，十分

费解。如果克服了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许会做的更好。

ZL ：我们知道日本的民间组织十分发达，您觉得中国在这

方面是否有必要效仿？有哪些阻力？

LJS ：民间组织多是发达国家的特点。在日本，各种各

样的商会、行会、协会、学会、研讨会、自治会和非政府

组织（NGO）组织名目繁多，还包括在城乡居民交流中自

发形成的各种临时性民间团体，这些组织都活跃在乡村规

划第一线，成为乡村规划编制、实施和乡村运营管理的主力。

不过在 2011 年的“3.15 大地震”后，有政府主导规划的 
趋势。

我国编制乡村规划的主力仍然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

对规划资质要求比较高，往往将规划与实施管理分割开来，

规划被看作一项工程任务来完成，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脱

节，缺少后续的规划服务。遇到新问题时，要么得过且过，

要么推倒重来。其实我国的民间团体也不少，并且不同程度

地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政府在扶持农业和乡村环境治理

方面投入很大，但是这些资源都没有很好地通过规划整合起

来，规划和实施管理是两拨人、两张皮。因此，要说阻力，

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也就是能否承认那些利益相关人也是

一支乡村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力量。

ZL ：我们知道日本现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乡村地区不

仅高龄化，而且人口处于减少态势，这对农村产生了负面影响。

您认为中国未来是否也会像日本一样进入到这个阶段？我们应

如何应对？

LJS ：实际上日本在 1980 年代乡村地区就已经进入了高

龄化时代，不仅是乡村，除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

圈以外的地方，城市人口都在大量流出。中央政府也试图通

过工业导入农村，零部件生产下乡，开展城乡交流，提高农

产品价格等方式振兴农村，但都没有遏制住人口流出的势头。

泡沫经济时期更是雪上加霜，出现了大面积的弃耕，“三农”

问题非常严重，对乡村发展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这些现象

与中国当前的状况非常相似。近十几年来，通过加强城乡互

动、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修复和乡村遗产保护的推进，

日本的农村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减少仍是大趋势，

这些与日本总人口减少和高龄化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

从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模式来看，从事农业的人

口和纯农户的减少是必然的，结合国土资源条件，合理引导

人口流动和分布非常必要，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我国东部地区（腾冲—黑河线以东）是传统的农业地区，现

在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 350 人，城乡空间高度混合，

现代交通体系的完善和信息网络的全面覆盖加速了城乡一体

化的进程，城乡互动和人员密切往来会成为常态，为农业的

三产化、郊区化和休闲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户籍改革

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农业和农村应有的价值会不断地显

现出来，会吸引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和相关产业的工作。

ZJ ：东亚除了日本以外，韩国的农村建设也很有特点，您

觉得韩国 1970 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对中国的农村建设有直接借

鉴意义吗？您如何评价韩国的新农村运动？

LJS ：我对韩国新农村运动了解的不多，而乡村建设和

运动往往是分不开的。1960—1970 年代的十多年中，韩国

的新农村运动完成了从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转变，从自上

而下到自立内生发展的转变。其主要成功经验是将新农村运

动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实行全社会总动员，使农民逐步

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精神和生产创

新的积极性，其中值得借鉴的有很多。在此我不得不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曾经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

纷纷独立，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和生

产自救，我国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都可以看作是新农村运动，韩国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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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运动也不例外。韩国新农村运动中的很多做法我们也实践

过，甚至一些具体的做法是一样的，并且在时间上也基本是

重合的，但内涵是有区别的。相比韩国的新农村运动，我们

的运动口号喊得响。政令下乡，但资金和人才不下乡，搞平

均主义和“一刀切”。在农业生产技术培训中，没有培育农

民自立的精神，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等、靠、要成为一种惯性。

ZJ ：近年来台湾省的乡村建设也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乡

村旅游，您认为台湾乡村建设的经验对我们有哪些借鉴意义？

LJS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大陆留学生研究日本乡村规

划的人屈指可数，但来自台湾的有一大批，也有来自韩国的。

我的师兄就是台湾“行政院”农委主管规划的处长，当时

已经 48 岁了，才刚刚开始攻读乡村规划硕士。受他的影响，

我也接触到不少台湾的案例和规划文本，总体感觉台湾深受

日本的影响，从日本学了不少。不过近十几年来在农业主题

园和市民农园建设方面比日本做得还要好，以至于日本的学

者开始到台湾“取经”了。

台湾人口密度大，人均农业资源少，人地矛盾突出，搞

精细农业是必然的。台湾的精细农业比通常的精细农业更加

“精细”，丰富了农业的产业结构，将农产品深度、精细地

开发，走的是精品化的路子。由于台湾人口密集，在城乡空

间混合的状态下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很重要。因此，

台湾的乡村旅游的主体是农业观光体验。由于城乡高度融合，

互为市场，使农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地，也成为消费的场

所和教育的课堂，从而将农村的价值最大化，农村的功能最

大化。对于我们来说，最值得借鉴的就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背

景下，通过市民参与和乡村社区建设保护农业，实现“农”

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ZJ ：您认为东亚经济体在乡村建设方面有哪些共性特征？

有哪些差异性特征，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什么？

LJS ：共性应该有很多，东亚地区在地理上接近，同属

汉字文化圈，相同的饮食结构，都是以稻作农业为主，人口

和城镇密度大，从人均资源来看，都属于“农业小国”，小

农意识根深蒂固。这些因素决定了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

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和课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东亚的乡村建

设经过了几乎相同的历程。与欧洲相比，又都属于政府主导

型，民间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同时，东亚地区也都深受欧洲

乡村建设实践的影响，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法国的乡村博物

馆、德国的市民农园和公众参与等都曾有过实践，有的还发

扬光大了。目前东亚的日韩台都在积极探索本土化和多元化

的乡村建设。总体上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共性大

于差异，有必要相互借鉴。

当然，差异也有很多。综合上述观点，这些差异主要表

现在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村的土地政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权利、乡村规划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对“三农”的认识

和态度等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自然地理构成丰富和

文化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制定

政策和评价体系时采用“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就乡村规划而言，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提倡具有针对性的

规划内容和多样的组织形式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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